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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職場友誼與組織認同的關係，在職場友誼的相關文獻上目前仍然不清楚，本研究以調查法

檢測此關係，樣本包括不同的產業，資料經由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而來，總計有 223 位員工填答

問卷，問卷填答者所服務的行業包括製造業，批發業，零售業，服務業與教育界，本研究由組

織觀點進行分析，發現工作滿意與群體凝聚力對於職場友誼與組織認同的關係具有中介效果，

除此之外，此理論可以作為實務界應用參考（例如：平均分配的報酬給付，團隊規模以及團隊

成員的人身距離），然而結論部分也提及本研究之缺點（例如：外部效度，自變數與因變數之

純化，橫向資料蒐集）以及未來研究範圍（例如：領導方式，年齡與性別之干擾效果）。 

關鍵詞：職場友誼，組織認同，工作滿意，群體凝聚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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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friendship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in the literature on workplace friendship. This study examined this relationship using sample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using a survey method. Data were collected via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23 

employees in the manufacturing, wholesaling, retailing, service, and educational sectors. Our findings 

provide 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s were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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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ed by the effects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group cohesiveness. In addition, this manuscript 

discusses the results in terms of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for example, equality payment, team size, and 

physical distance between team member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limitations (for example, external 

validity, purification between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cross sectional data collection) 

and offers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for example, leadership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age and gender). 

Key Words: workplace friendship,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job satisfaction, group cohesiveness 

 

一、前言 

  社會關係是快樂與健康的主要來源，它能中止悲傷

（Argyle, 1987），因此當人們感覺不安的時候往往求助於他

人以期獲得情緒上紓解（Schachter, 1959），然而職場往往有

助於友誼的產生（Pogrebin, 1987），因為職場是人們彼此相

見與員工共同利益追求的地方，職場提供員工接近與經驗

分享的機會（Sias & Cahill, 1998），員工除了依賴他人解決

職場問題，友誼更是支持的來源，朋友之間更能協助解決

個人或家庭的問題，例如：青少年子女或配偶問題，醫藥

與退休計畫，甚至參加相同的休閒活動等（Lu, 1999），所

以公司無法禁止職場友誼的發生，尤其是因相同的性別、

種族、年齡為基礎的友誼，雖然職場友誼的負面影響包括：

戀情發展與性騷擾，組織忠誠感的威脅，員工獨立判斷力

的限制，利益衝突，偏袒行為，政治傷害的操作等，但是

公司能做的只是降低友誼群體對公司的不良影響（Marelich, 

1996），然而上述負向的影響是可以經由公司政策或經由訓

練改善的，例如：員工發生辦公室戀情，就必須調至不同

單位工作，為了清楚讓員工知道彼此的角色，主管也要設

法讓員工知道何時是以主管身份而非朋友身分與之相處，

主管也要讓員工知道許多事情與友誼無關，必須依照公司

政策行事，此外，公司必須告訴主管偏袒行為、操控員工、

不良情緒引發以及虛假友誼的傷害，公司也應訓練員工如

何在不損害友誼情況下對公司保持忠誠，並告訴員工利用

職場友誼追尋自身利益的時候，也同時存在風險（Berman, 

West, & Richter, 2002），上述分析中可知職場友誼有利也有

弊，Andrews, Kacmar, Blakely, and Bucklew（2008）認為組

織裡友善的同事，會使員工的組織情感緊密度有強化效

果，員工對組織的情感緊密度就是組織認同，因此職場友

誼似乎能夠強化組織認同，Ewin（1993）認為不忠誠

（disloyalty）是一種缺乏適當感情的表現，因此職場友誼

對組織忠誠感的威脅，似乎就是對組織認同的威脅，所以

以往文獻對職場友誼與組織認同的關係並未釐清，這就是

本研究的目的。 

  然而管理者通常仍會支持職場友誼的產生（Berman et 

al., 2002），因為職場友誼對組織有許多正面的貢獻，包括：

相互支持與訊息分享（Kram & Isabella, 1985），因為相互支

持與訊息分享有助於員工的工作與壓力的降低，進而改善

工作品質，組織也因為員工相互支持與組織氣候的改善而

增加生產力（Berman & West, 1998），此外，職場友誼也能

夠提升組織承諾（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Nielsen, Jex, 

& Adams, 2000），因此團隊工作的管理者逐漸重視職場友誼

的重要性（Berman et al.）。 

  由上述分析了解職場友誼能產生組織承諾，Ashforth 

and Mael（1989）認為組織承諾往往與組織認同混淆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Ashforth and Mael 主張組織

承諾包括內化（ internalization）與行動意圖（behavior 

intention），內化與價值觀有關，類似於「我相信（ I 

believe）」，組織認同與價值觀無關，類似於「我是（I am）」，

此外，組織認同並沒有行動意圖的涵義在內，Porter, Steers, 

Mowday, and Boulian（1974）認為組織承諾有以下特徵：  

（1）相信並接受組織目標與價值觀；（2）願意為該組織貢

獻個人努力；（3）願意繼續成為該組織的一員。O’Reilly and 

Chatman（1986）認為上述貢獻個人努力以及繼續成為組織

一員，可能是認同的結果（outcomes of identification），Allen 

and Meyer（1990）提出組織承諾三構面（three component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包括情感承諾（ affective 

commitment; want to），規範承諾（normative commitment; 

ought to），繼續承諾（continuance commitment; need to），

Reade（2001）認為組織承諾三個構面（components）的前

置因素（antecedents）可能不一樣，並且 Edwards（2005）

也認為組織承諾的定義涵蓋組織認同，基於精簡原則

（parsimony principle）本研究選擇組織認同做為因變數，

所以員工認同的對象若僅限於具有職場友誼的內團體

（in-group）成員，類似偏袒行為，政治傷害等負面效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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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產生，員工認同的對象必須是組織，才會產生組織

承諾，因此職場友誼能夠提升組織承諾必須建立在組織認

同的基礎上。  

  Porter, Lawler, and Hackman（1975）認為工作滿意是個

人對職業或組織的反應，Atkinson（1958）認為認同決定於

滿意（identification depends on satisfactions），因此當員工具

有工作滿意的認知，就會對組織產生認同的反應，Andrews 

et al.（2008）認為友誼是凝聚力的指標，凡是群體凝聚力

高的組織員工，他們每天工作的場所都環繞著相互支持與

友善的同事，而讓職場充滿期待與愉悅，因此能夠強化對

組織的情感緊密度（emotional tie），這是本研究將工作滿意

與群體凝聚力作為中介變數的原因。 

  Riordan and Griffeth（1995）認為職場友誼能夠增強工

作投入，Lawler and Hall（1970）對工作投入的定義是個人

對工作的心理層面的認同，而組織認同是員工對組織心理

層面的依附（psychological attachment）（O’Reilly & Chatman, 

1986），因此工作投入的認同對象是工作不是組織，工作投

入並無法解釋組織認同。 

  上述文獻分析並沒有回應職場友誼與組織認同的關

聯，而本研究的研究價值如下：1. 採用組織認同為因變數

比組織承諾更符合精簡原則（parsimony principle），2. 將個

人層次的友誼轉化為對組織的貢獻，3. 選用工作滿意與群

體凝聚力兩個中介變數，能夠提供實務經營者比較兩者對

組織認同的中介效果，進而提供管理階層處理職場友誼的

方針。 

 

二、文獻探討 

  職場友誼的定義是工作場所非正式的人際互動，會因

為員工離職而終止，但是它不包括職場戀情（Berman et al., 

2002），因為職場戀情牽涉排他性的兩人關係，職場戀情比

職場友誼更熱情（Werking, 1997），Dobel（2001）則認為職

場友誼是非唯一（nonexclusive）的職場關係，不僅僅是友

善的互動與相互認識，它必需包括相互信任，承諾，互相

喜歡並且分享利益與價值觀。傳統觀念裏，友誼是建立在

對等基礎上（Berman et al.），但是職場友誼往往建立在不對

等的年齡，地位，性別上，職場友誼超越傳統友誼的觀念，

例如：上司與部屬（Cole, 1993），年長與年輕，師傅與徒弟

（Matheson, 1999），男性與女性（Grove, 1991），本研究對

職場友誼以不對等基礎為定義之原則，不僅限於對等基礎

上，與職場友誼類似的概念是關係（guanxi），關係牽涉個

人與手段（instrumental-personal tie）（Hong & Entestrom, 

2004），透過關係能夠獲得操弄手段的利益，但是友誼只能

獲得情感的利益（Sias, Heath, Perry, Silva, & Fix, 2004），因

此，職場友誼不是關係。 

  Merton（1957）曾經提出規範理論（normative theory），

該理論強調員工必須對組織與任務付出忠誠，所以人際關

係應該僅限於共同完成組織所交付的任務，友誼在組織內

存在的空間很小，組織應該以正式的報酬彌補員工因工作

所造成的空虛感，但是 Berman et al.（2002）則認為組織的

正式的報酬無法取代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凡是缺

乏社會互動的員工會產生焦慮，失望，神經質以及反社會

行為（sociopathic behavior），最後會導致缺勤，離職，士氣

低落與缺乏工作動機，而職場友誼的形成能夠減少上述負

面現象發生的機會。 

  Mao, Chen, and Hsieh（2009）則認為影響職場友誼的

因素分為兩大類：個人因素與背景因素（personal and 

contextual factors），背景因素又分為職場因素與外界因素

（workplace and external factors），個人因素包括：性別（Sias, 

Smith, & Avdeyeva, 2003），人格特質（Sias et al., 2004），相

似點（Sias & Cahill, 1998），職場因素包括：部門化（Lincoln 

& Miller, 1979），組織位階（Mao, 2006），距離職場相近的

住處（Sias et al., 2004），相似的工作（Sias & Cahill, 1998），

凝聚力（Morrison, 2004），外界因素包括：相同的生活經驗

（life events）（Sias et al., 2004），相同社交（socialization）

（Sias & Cahill, 1998），相同娛樂活動（leisure activities）（Tse 

& Dasborough, 2008）。 

  Amos and Weathington（2008）認為員工個人與組織的

配適（P-O fit）對組織而言非常重要，因為員工一但與組織

配適，就會展現正向態度與行為，但是個人與組織的配適

是多面向的，包括：個性、技術、需求與價值觀（Westerman 

& Cyr, 2004），Reade（2001）主張組織認同就是員工與組

織的目標與價值觀一致來定義，因此，組織認同是個人與

組織配適的一個面向（dimension），根據 Brown（1969）對

組織認同的定義，組織認同有四個特徵：組織的吸引力

（attraction to the organization）、組織目標與個人目標一

致、忠於組織、認為自己是組織的一員，根據 Ashforth and 

Mael（1989）認為組織認同與社會認同理論（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有關，也與自我類化理論（self-categ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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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SCT ）有關，他們認為組織認同有四個面向

（components），即情感面向：對組織群體的情感依附，認

定面向：自認為組織之一員，衡量面向：對組織的正面評

價（例如：組織帶給自己驕傲），行為面向：對組織行動之

參與。而組織認同產生對組織正向的行為包括：1. 高度的

合作（Ashforth & Mael, 1989）；2. 超過組織要求的責任

（Mowday, Porter, & Steers, 1982）；3. 繼續留在公司

（O’Reilly & Chatman, 1986），Ashforth and Mael（1989）

也認為對組織認同能夠增加對組織的支持（support），也能

夠增強組織承諾，Lipponen, Bard, and Haapamaki（2008）

則認為今日的組織需要迅速調整經營的步伐以應付快速變

遷的環境，因此，組織需要員工提出有效的建議，而員工

的組織認同愈高，愈有提出改進工作績效建議的動機，Amos 

and Weathington（2008）也認為當員工個人價值觀與組織一

致時，就會產生組織承諾以及離職率的降低。 

  Reade（ 2001）則主張組織認同可以由價值基礎

（value-based）與社會認同基礎（SIT-based）兩個角度來看，

Pratt（1998）由價值基礎的角度認為組織認同源自於組織的

價值觀或信念對員工具有吸引力，而讓員工的歸屬感、安

全、自我成長的需求獲得滿足，社會認同基礎的組織認同

表示某一公司比另一公司更具吸引力，Ashforth and Mael

（1989）根據 SIT 理論，主張當群體能夠帶給個人聲譽

（prestigious）與特色（distinctive），個人對該群體的歸屬

感就愈強，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聲譽與特殊的地位能夠

增加員工的自尊，Mael and Ashforth（1992）將這種概念引

伸至組織層級，他們認為所謂特色就是這一家公司與另一

家公司不同，而讓員工產生與眾不同的感覺，組織的聲譽

與特色與員工的組織認同呈正相關。 

  Brief（1998）認為工作滿意是一種態度（attitude），社

會心理學家則認為態度包括情感（ affective）與認知

（cognitive）兩個構面，情感反應一個人對特定對象的感

覺，例如：喜歡或怨恨所從事的工作，認知則是特定對象

是否能夠反應一個人的想法或信念（thoughts and beliefs），

例如：所從事的工作是否提供所盼望的自由空間（Eagly & 

Chaiken, 1993），因此，工作滿意的認知過程反應工作與某

項參考因素的比較。Grube, Schroer, Hentzschel, and Hertel

（2008）認為工作滿意在工業心理與組織心理是最常被衡

量的主題，傳統衡量工作滿意的量表屬於整體性的工作滿

意（overall job satisfaction），就是一種以態度為基礎的工作

滿意（attitudinal-based job satisfaction），屬於一種穩定型態

的衡量方式，較少隨時間而改變。Misener, Haddock, Gleaton, 

and Ajamieh（1996）認為工作滿意是員工對工作的情感反

應，它源自於員工對工作的期望與真實結果的比較，工作

滿意是多面向的，它包括員工對工作內隱（intrinsic）與外

顯（extrinsic）因素的感覺，內隱因素包括工作本身以及個

人成長的機會，外顯因素包括薪資、公司政策、上級支持

程度、同事、工作安全以及升遷機會。Art（2008）認為人

口統計特質（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對工作滿意有高

度關聯性，例如：工作滿意與員工年齡呈現 U 型（U-shape）

關聯性（Clark, Oswald, & Warr, 1996），女性工作滿意較男

性高（Clark, 1997），教育程度愈高工作滿意愈低（Bender & 

Heywood, 2006），Yao and Wang（2008）則認為規範承諾

（normative commitment）可以預測工作滿意，Bluedorn

（1982）認為工作滿意會影響組織承諾，Smith, Organ, and 

Near（1983）認為工作滿意與組織公民行為的利他行為構

面有因果關係。 

  現今的許多職業都與團隊（team）工作有關，個人的

績效是透過團隊成員共同努力而達成（Park, Baker, & Lee, 

2008），因此 Chen, Tang, and Wang（2009）認為組織成員在

高度依存與互動的背景之下，為了完成工作與達成目標，

就會產生與工作群體的其他成員維持良好關係的動機，而

群體凝聚力可以解釋群體成員之間關係密切的程度。

Festinger（1950）認為群體凝聚力是群體成員間彼此良好的

人際關係以及群體工作的吸引力，而讓群體成員繼續留在

該群體的一種力量，Gross and Martin（1952）認為群體凝

聚力的定義應該以個人的態度（attitude）為基礎，這種態

度與群體的吸引力有關，這種態度也是個人決定是否留在

群體的原因，群體凝聚力也是一種免於群體瓦解

（disruptive）的力量，它與群體成員之間關係的緊密強度

有關，Lott, A. J., and Lott, B. E.（1965）認為由群體成員之

間對其他成員的正面評價，就能知道凝聚力發展的狀況，

Organ and Hamner（1982）認為群體凝聚力是群體成員被群

體吸引的程度，強烈留在群體的意願程度，以及成員之間

相互的影響程度，Hogg（1992）認為群體凝聚力源於個人

認定自己屬於特定群體之一員，而非其他群體之一員，Chen 

et al. （ 2009 ） 研 究 顯 示 群 體 工 作 的 依 存 度 （ task 

interdependence）愈高，凝聚力愈高，群體目標依存度（goal 

interdependence）愈高，凝聚力也愈高。Stone and 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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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認為群體凝聚力與組織承諾成正相關，Van Dyne, 

Cummings, and Parks（1995）認為群體凝聚力是某些行為的

前置變數，例如：組織公民行為，因為凝聚力高的群體有

較高幫助他人的欲望，Chen et al. 也認為凝聚力愈高，組織

公民行為愈高。 

  Greenberg（1987）認為組織正義是以員工的角度衡量

他們是否被組織公平的對待，組織正義包括以下構面：分

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

互動正義（interactional justice）與訊息正義（informational 

justice）（Colquitt, 2001），早期研究組織正義的學者焦點放

在分配正義，Adam（1963）認為人們最關心的是結果的公

平性（fairness of outcomes），對結果客觀性的關切程度反而

較少，反而更關心其他人獲得了多少，因此這種正義是建

立在主觀基礎上，分配正義即反映個人對結果公平性的認

知（Greenberg, 1990），因此，O’Reilly and Chatman（1986）

認為組織公平對待員工的薪資，員工就會有較高的組織認

同，這是本研究將分配正義做為組織認同控制變數的原

因。程序正義是由 Thibaut and Walker（1975）的研究所提

出，該研究分辨了過程公平（fair process）與決策公平（fair 

decision），認為人們即使不能有決定權，但是只要對過程能

夠掌握，就會感到滿意，因此只要決定的過程具備正義，

即使分配正義有缺點，仍會覺得滿意，Leventhal（1980）

則認為過程不論針對任何人或任何時間應都有一致性，不

偏性與正確性，它必須合乎倫理，它必須基於明確訊息與

事實，它必須是每一個人所關心的，因此，Tyler and Blader

（2003）認為程序正義是組織認同的前置變數，因此本研

究也將程序正義做為組織認同控制變數。 

 

三、假設 

  Mao et al.（2009）歸類出影響職場友誼的因素，其中

相似點（Sias & Cahill, 1998），部門化（Lincoln & Miller, 

1979），距離職場相近的住處（Sias et al., 2004），相似的工

作（Sias & Cahill, 1998），相同的生活經驗（life events）（Sias 

et al., 2004），相同社交（socialization）（Sias & Cahill, 1998），

相同娛樂活動（ leisure activities）（Tse & Dasborough, 

2008），都是雙方建構在某一相似點（similarity）做為職場

友誼的基礎，依據社會認同理論（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人們會被那些與自己有相似之處的人吸引，因為這

些相似之處能增強自我形象（self-image）（Tajfel, 1982），

人們對待與自己有相似之處的內團體成員（in-group），比

外團體成員（out-group）更友善（Tajfel & Turner 1986），

由此可見職場友誼能夠使組織成員區分內團體成員與外團

體成員，Mannix and Neale（2005）研究顯示內團體成員

（in-group）具有高度相互支持度，因此具有職場友誼員工

彼此有高度相互支持度，Atkinson（1958）認為工作提供人

們各種需求滿意的機會，工作滿意會讓員工產生組織認

同，但是人們在組織裡面不僅僅是工作而已，因為工作而

產生的其他滿意，也會有助於員工對組織的認同，然而

Glisson and Durick（1998）的研究顯示，同事支持能夠形成

工作滿意，因此同事支持能讓員工產生組織認同，由於具

有職場友誼員工彼此有高度相互支持度，同事支持能夠形

成工作滿意，進而讓員工產生組織認同，因此推論假設如

下： 

H1：職場友誼對組織認同成正向影響關係。 

  Brief（1998）認為工作滿意是一種認知（cognitive），

認知需要一個參考指標，工作滿意源自於員工對工作的期

望與真實結果的比較（Misener et al., 1996），Campion, 

Medsker, and Higgs（1993）認為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

表示群體成員之間相互幫助與正向的社會互動，然而支持

源自於友誼（Lu, 1999），故 Kram and Isabella（1985）認為

職場友誼能夠促成員工之間相互支持的正向影響，Gouldner

（1960）認為員工接受同事的支持行為，也會設法予以回

報，而產生相互合作的行為，由交換觀點而言，組織承諾

是工作報酬（work reward）的函數，工作報酬包括從工作

本身而來的內部報酬（intrinsic benefit）與外部報酬（extrinsic 

benefit）（Kalleberg, 1977），Katz and Van Maanan（1977）

認為友誼、相互合作屬於工作的外部報酬，因此，友誼與

互助合作所形成的工作外部報酬愈高，員工的組織承諾就

愈高，Bateman and Strasser（1984）研究顯示組織承諾愈高

工作滿意愈高，因此推論假設如下： 

H2：職場友誼與工作滿意成正向影響關係。 

  Reade（ 2001）主張組織認同可以由價值觀基礎

（value-based）來定義，也就是員工與組織的目標與價值觀

一致來定義，根據 Schneider’s（1987）attraction- selection- 

attrition（ASA）架構，員工對組織的目標與價值觀接受度

愈高，愈能滿足員工自尊與自我成長的需求，因為員工與

組織的價值觀愈接近，員工會將公司視為值得工作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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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會使員工的工作滿意增加，因而產生組織認同，Atkinson

（1958）也認為工作提供人們各種需求滿意的機會，尤其

是成就方面的需求，工作滿意會讓員工產生組織認同，因

此推論假設如下： 

H3：工作滿意與組織認同成正向影響關係。 

  綜合上述 H2 及 H3 推論，職場友誼會影響工作滿意，

工作滿意會影響組織認同，因此推論假設如下： 

H4：工作滿意對於職場友誼與組織認同具有中介效果。 

  早期的凝聚力理論學者（cohesion theorists）強調群體

凝聚力單一（unitary）的架構，並沒有區分群體凝聚力的決

定因素，因此不同的決定因素所造成相關的影響也沒有區

分（Schachter, 1952），Hackman（1976）主張多面向的群體

凝聚力，他認為不同的群體凝聚力形成原因，對個人生產

力、群體績效、規範形成（norm development）造成不同影

響，Zaccaro and Lowe（1988）由工作凝聚力（task cohesion）

與人際凝聚力（interpersonal cohesion）支持此論點，然而

人際凝聚力是由於對群體有滿意的關係與友誼（satisfactory 

relationship and friendship）而被群體吸引（Lott, A. J., & Lott, 

B. E., 1965），因此，友誼能夠促成人際凝聚力的形成，

Andrews et al.（2008）也認為若是組織成員每天工作的場所

都環繞著相互支持與友善的同事，而讓職場充滿期待與愉

悅，他們就會是高凝聚力的員工，因此 Andrews et al. 認為

友誼是群體凝聚力的指標，因此推論假設如下： 

H5：職場友誼與群體凝聚力成正向影響關係。 

  Carron and Brawley（2000）認為群體凝聚力的認知反

映個人對群體的緊密度，相似度以及繼續留在群體的個人

動機，Hackman（1976）主張多面向的群體凝聚力，他認為

群體工作也是凝聚力形成的原因之一，群體凝聚力是由於

喜歡與群體一起工作或對群體工作的承諾而被群體吸引，

Andrews et al.（2008）認為組織成員若是高群體凝聚力的成

員之一，他們每天工作的場所都環繞著相互支持與友善的

同事，Blau（1964）認為依據社會交換理論，當一個人接受

他人支持的時候會設法於予回報，Erdogan, Liden, and 

Kraimer（2006）也認為在職場裡，社會交換理論常被解釋

員工對組織或管理者行動的態度或行為反應，而相互支持

與友善的同事能夠讓職場充滿期待與愉悅，他們對組織的

情感緊密度就會有強化效果，而對組織的情感緊密度就是

組織認同（Andrews, et al.），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6：群體凝聚力與組織認同有正向影響關係。 

  綜合上述 H5 及 H6 推論，職場友誼會影響群體凝聚

力，群體凝聚力會影響組織認同，因此推論假設如下： 

H7：群體凝聚力對於職場友誼與組織認同具中介效果。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與資料蒐集 

  本研究之資料蒐集是採用問卷調查法，發放問卷對象

為服務於製造業、批發零售業、服務業、自由業與學校之

專職人員，以不同之員工為隨機訪談對象，在樣本抽樣部

分，為避免過度重複於相同公司之員工，本研究並非集中

於某一公司去發放問卷，而是向不同公司的員工作為問卷

發放對象，故重複於同一公司的員工之機率將大幅降低。

至於抽樣方法是採用非機率抽樣之立意抽樣，雖然沒有母

體名冊而無法衡量估計之偏差，但是根據受訪樣本之地理

分布，包括：基隆、台北縣市，桃園、新竹、苗栗，台中

縣市、彰化，雲林、嘉義、台南、高雄縣市，以及其他各

項人口統計變數上之分布，大致上是分散的，2010 年 3 月

間共計發放問卷 266 份，回收 243 份，回收率為 91.35%，

扣除無效問卷後，實際可用之有效問卷共有 223 份，有效

回收率為 83.83%，表 1 顯示問卷填答之資料。 

（二）衡量 

  本研究採用 5 點李克特量表（5-point Likert scale），從 

非常同意至非常不同意，本研究自變數採用 Nielsen et al.

（2000）職場友誼量表，共計六題，例如：1. 我已經在工

作中產生很好的友誼；2. 我會在工作場所之外與同事有社

交活動；3. 我可以向同事吐露祕密，有關職場友誼之 EFA

因素負荷量介於 0.77 至 0.86，該量表 Cronbach’s α 係數值

為 0.85。本研究因變數採用 Mael and Ashforth（1992）組織

認同量表，共計五題，例如：1. 當別人批評我所服務的公

司，我會覺得受到侮辱；2. 當我提到所服務的公司，我經

常會說「我們」而不是「他們」；3. 公司的成功就是我的成

功，有關組織認同之 EFA 因素負荷量介於 0.71 至 0.88，該

量表 Cronbach’s α係數值為 0.84。 

  本研究中介變數採用 Boonzaier, Ficker, and Rust（2001）

的工作滿意量表，共計五題，例如：1. 一般而言，我對我

的職業感到滿意；2. 我很少想到辭掉這份工作；3. 我對現

在從事的工作感到滿意，有關工作滿意之 EFA 因素負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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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樣本資料 

變數 問項 次數 % 
男 80 35.8 

性別 
女 143 64.2 
25 歲(含)以下 117 52.4 
26~35 歲(含)以下 67 30.0 
36~45 歲(含)以下 28 12.6 
46~55 歲(含)以下 10 4.5 

年齡 

56 歲以上 1 0.4 
已婚 49 21.9 
未婚 171 76.7 婚姻 
其他 3 1.4 
20,000 以下 104 46.6 
20,000~35,000 57 25.6 
35,001~55,000 36 16.1 
55,001~75,000 14 6.3 
75,001~120,000 10 4.5 

所得 

120,000 以上 2 0.9 
基隆、台北縣市 157 70.4 
桃園、新竹、苗栗 16 7.2 
台中縣市、彰化 39 17.5 
雲、嘉、南、高雄 10 4.5 

地區 

其他 1 0.4 
製造業 43 19.3 
批發、零售業 9 4.0 
服務業 114 51.1 
自由業 5 2.2 
學校 11 4.9 

行業 

其他 41 18.4 
 

介於 0.77 至 0.89，該量表 Cronbach’s α 係數值為 0.81。另

一中介變數採用 Bartkus（1995）群體凝聚力量表，共計四

題，例如：1. 同事之間都會彼此互相幫忙；2. 同事之間經

常都有爭吵；3. 我很希望在辦公室與其他同事在一起，有

關群體凝聚力之 EFA 因素負荷量介於 0.73 至 0.80，該量表

Cronbach’s α係數值為 0.71。 

  Adam（1963）認為員工最關心的還是結果的公平性

（fairness of outcomes），結果的公平性認知就是分配正義

（Greenberg, 1990），Kabanoff（1991）認為分配正義就是

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O’Reilly and Chatman（1986）認

為組織公平對待員工的薪資，員工就會有較高的組織認

同，Tyler and Blader（2003）認為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

也是組織認同的影響因素，Rupp and Cropanzano（2002）

主張員工對分配正義與程序正義的認知，會對組織的利益

有所回報，員工對互動正義以及情報正義的認知，則是對

主管個人的利益有所回報，因此本研究將分配正義與程序

正義做為控制變數。 

  本研究控制變數採用 Leventhal（1976）的分配正義量

表，共計四題，例如：1. 你的報酬能夠反應你對工作的投

入嗎？2. 當你完成的工作，能夠獲得適當的報酬嗎？3. 你

的報酬能夠反應你對公司的貢獻嗎？有關分配正義之 EFA

因素負荷量介於 0.83 至 0.9，該量表 Cronbach’s α係數值為

0.89。另一控制變數採用 Blader（2007）程序正義量表，共

計六題，例如：1. 公司的決定若是對我產生影響，我有向

公司充份表達的機會；2. 公司要求所有的決定都要中立並

且沒有偏袒；3. 公司所設立的程序與政策都非常公平，有

關程序正義之 EFA 因素負荷量介於 0.71 至 0.83，該量表

Cronbach’s α 係數值為 0.83，除此之外，由於都市化

（urbanization）以及現代化（modernization），造成西方的

個人價值觀興起，Voronov and Singer（2002）也認為個人

主義價值觀就是現代化的代名詞，Ensminger（1992）則認

為理性選擇理論（rational choice theory）保留個人主義價值

觀的色彩，它強調個人利益極大化（maximum of benefit），

Tyler and Blader（2003）也認為經濟層面的考量（economic 

concerns）是員工與組織關係的重要決定因素，因此現代化

社會造成員工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興起，個人主義的價值觀

追求個人利益極大化與經濟層面的考量，它決定了員工與

組織關係，因此本研究在人口統計變項中選用所得作為控

制變數，以期達到純化（purification）自變數與因變數之目

的。所得之測量方式如下：1=月薪 20,000 以下；2=月新

20,001~35,000 ； 3= 月 薪 35,001~55,000 ； 4= 月 薪

55,001~75,000；5=月薪 75,001~120,000；6=月薪 120,000 以

上。 

  為了避免受測者產生同時填答就應當有一致性的系統

偏誤（illusory correlation），甚至是由於社會信念的干擾

（social desirability）或自我意識涉入而造成的填答偏誤

（leniency biases），因此有必要對共同方法變異（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進行檢測，本研究共同方法變異採

用 Harman（1967）之單因素測試法（One-factor test），所

得資料經由因素分析並未產生一般性因素（ general 

factor），因此本研究並未產生共同方法變異。 

（三）資料分析 

  採用階層廻歸（hierarchical regression）方式，第一步

分析控制變數與因變數之廻歸關係，再加入自變數分析其

R2之增量，再依 Baron and Kenny（1986）統計分析方式探

討中介變數之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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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 

  依照 Baron and Kenny（1986）中介變數應用統計判斷

方程式： 

步驟 1：β1職場友誼=組織認同（β1=0.123, P<0.05） 

步驟 2-1：β2職場友誼=工作滿意（β2=0.263, P<0.01） 

步驟 2-2：β3職場友誼=群體凝聚力（β3=0.379, P<0.01） 

步驟 3-1：β4工作滿意=組織認同（β4=0.185, P<0.01） 

步驟 3-2：β5群體凝聚力=組織認同（β5=0.191, P<0.01） 

步驟 4-1：β6職場友誼＋β7工作滿意=組織認同 

     （β6=0.111, P>0.05）（β7=0.168, P<0.05） 

步驟 4-2：β8職場友誼＋β9群體凝聚力=組織認同 

     （β8=0.057, P>0.05）（β9=0.180, P<0.01） 

  表 2 顯示各變數之相關係數關係，表 3 顯示工作滿意

與群體凝聚力之中介效果，表 4 顯示各假設之成立與否。 

 

表 2. 各變數之相關係數關係 

變數 1 2 3 4 5 6 

1.所得       

2.分配正義 0.263**      

3.程序正義 0.310** 0.332**     

4.職場友誼 0.141** 0.235** 0.283**    

5.工作滿意 0.257** 0.510** 0.513** 0.263**   

6.群體凝聚力 -0.028 0.177** 0.111 0.379** 0.318**  

7.組織認同 0.270** 0.413** 0.501** 0.295** 0.406** 0.270**

註：**p<0.01。 
 

表 3. 工作滿意與群體凝聚力之中介效果 

變數 步驟 步驟1 步驟3-1 步驟3-2 步驟4-1 步驟4-2

所得 0.080 0.060 0.070 0.099 0.057 0.079 

分配正義 0.263** 0.250** 0.194** 0.230** 0.189** 0.230**

程序正義 0.389** 0.370** 0.319** 0.373** 0.308** 0.369**

職場友誼  0.123*   0.111 0.057 

工作滿意   0.185**  0.168*  

群體凝聚力    0.191**  0.180**

R2 0.325 0.343 0.346 0.360 0.360 0.370 

R△ 2  0.018 0.021 0.035 0.017 0.027 

F 35.172** 27.101** 28.82** 30.651** 23.247** 24.288**

VIF 1.166 1.178 1.405 1.148 1.366 1.219 

註：1. *p<0.05, **p<0.01, 因變數為組織認同。 

2. 步驟 2-1 之迴歸方程式為：0.263**(職場友誼)=工作滿意, 

R2=0.069, F=15.684**, VIF=1。 

3. 步驟 2-2 之迴歸方程式為：0.379**(職場友誼)=群體凝聚力, 

R2=0.144, F=35.396**, VIF=1。 
 

表 4. 假設結果 

假設 結果 步驟

H1：職場友誼對組織認同成正向影響關係。 成立 1 

H2：職場友誼與工作滿意成正向影響關係。 成立 2-1 

H3：工作滿意與組織認同成正向影響關係。 成立 3-1 

H4：工作滿意對於職場友誼與組織認同具有中介

效果。 
成立 4-1 

H5：職場友誼與群體凝聚力成正向影響關係。 成立 2-2 

H6：群體凝聚力與組織認同有正向影響關係。 成立 3-2 

H7：群體凝聚力對於職場友誼與組織認同具中介

效果。 
成立 4-2 

 

六、討論 

  由上述分析步驟 4-1 與步驟 4-2 可知，群體凝聚力與工

作滿意的中介效果非常顯著（p<0.01），可見職場友誼雖然

是非正式的人際關係，但是若能讓具有職場友誼者產生群

體凝聚力與工作滿意，這種非正式的人際關係會增強員工

的組織認同。Berman et al.（2002）認為職場友誼是可以建

立在工作的基礎上，例如：共同完成某項計畫，Zander（1979）

認為群體一起工作的傾向與群體凝聚力類似，Fried and 

Ferris（1987）則認為這種一起工作的傾向會影響員工對工

作的反應，Zaccaro（1990）認為工作凝聚力能夠孕育

（nurturance）人際凝聚力的形成，最主要是因為工作凝聚

力是一種群體工作的共同導引（shared orientation）指標，

個人績效（individual performance）是由個人職責與責任完

成程度來定義，而工作凝聚力能夠引導個人完成其目標，

因此 Festinger, Schachter, and Back（1950）認為個人目標若

與工作有關，因而產生工作凝聚力，可見工作凝聚力的形

成主要是由於個人目標與工作的結合，Zaccaro and McCoy

（1988）主張工作凝聚力比人際凝聚力更能建立與工作相

關的規範（task-related norm），Gersick（1988）也認為工作

群體之間會迅速產生規範（norms），Tuddenham（1959）認

為規範會引導或禁止某些行為，Gross（1954）認為高凝聚

力的工作群體會產生正向的情感（positive mood），Andrews 

et al.（2008）認為高凝聚力的工作群體會強化對組織的情

感連結，因此，由本研究推論可知職場友誼可以強化組織

認同是由於組織提供了員工對人際關係所形成的內團體成

員歸屬感與安全感的需求，而群體凝聚力具有職場友誼與

組織認同的中介效果，主要是工作凝聚力不僅能夠孕育人

際凝聚力，並且經由群體規範的形成而有助於個人的績效

目標達成，而個人績效目標極有可能與個人所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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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eese-Smith（1999）的研究顯示低薪資與低福利會造成

員工低的工作滿意，Atkinson（1958）認為認同決定於滿意，

因此個人的所得一但增加，也會增加其工作滿意的程度，

也促成工作滿意具有職場友誼與組織認同的中介效果。 

  Campion et al.（1993）認為群體特徵中工作依存（task 

interdependence）、目標依存（goal interdependence）、社會

支持（social support）、工作分擔（workload sharing）對群

體工作績效有影響效果，其中工作依存表示群體成員必須

相互依賴才能完成其工作，目標依存表示群體成員的個人

目標與群體目標的達成有緊密的關係，社會支持表示群體

成員之間相互幫助與正向的社會互動，工作分擔表示成員

之間禁止摸魚打混（social loafing）與搭便車（free-riding）

的行為，因此工作凝聚力就是一種工作的依存，它經由社

會支持與禁止摸魚打混與的規範，完成結合個人目標與群

體目標的依存，進而完成群體工作的績效，而個人所得會

因為群體工作績效的完成而增加，進而提高員工的工作滿

意，所以 Campion et al. 的研究可以佐證本研究之推論。 

  本研究證實建立在工作基礎上的職場友誼，若是能夠

產生群體凝聚力與工作滿意則有助於員工組織認同的產

生，因此，職場上的非正式友誼，經由共同工作作為媒介，

可以讓人際之間的友誼經由群體凝聚力與工作滿意，產生

對組織的認同，雖然 Sias and Cahill（1998）認為友誼是非

正式的關係，它決定於個人的意志，而不是由組織的角色

所決定，而 Mao（2006）也主張職場友誼是一種不正式關

係（non-formal relationships），是一種介於正式與非正式之

間的關係，但是本研究顯示員工非正式關係的職場友誼，

一但彼此產生工作滿意與群體凝聚力，就會形成員工的組

織認同，本研究引申 Mao 的主張，因為職場友誼可能不是

靜態介於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的關係，它可以經由工作滿意

與群體凝聚力，讓職場友誼由靜態非正式的人際關係，轉

變為員工與組織的正式關係，這是本研究的貢獻之一。 

  Zaccaro（1990）認為以工作為基礎所形成的群體

（task-base group）能夠讓成員非常清楚將扮演何種角色，

並且能產生行為準則（behavior norm）與凝聚力，凝聚力一

旦形成將能夠引導個人完成其工作目標，因此凝聚力有助

於員工工作目標的達成，Misener et al.（1996）認為工作滿

意源自於員工對工作的期望與真實結果的比較，員工工作

目標的達成就是員工真實工作的結果，員工真實工作結果

的達成有助於員工的工作滿意，因此，本研究樣本填答者

的工作性質可能與其他同事的工作相連結，彼此形成以工

作團隊為基礎的群體，這種工作群體產生職場友誼經由群

體凝聚力與工作滿意產生組織認同。 

  職位愈高的人他們擁有權力與資源，即使沒有職場友

誼，他們也可以維持較高的生活品質，職位愈高的人只與

公司其他人保持正常關係（formal relationship），而不與他

人產生頻繁的密切接觸（non-intimate interactions），因為與

人過於親密可能會顯現其不欲人知的弱點，雖然尋求友誼

畢竟是人類的本性，但是職位愈高的人會尋求組織外部

（outside）的友誼以作為彌補，所以他們參加許多的俱樂部

組織，而職位低的人因為身處弱勢，因此才需要職場友誼

（Mao, 2006），Schachter（1959）也認為求助於他人能夠紓

解情緒，所以生活品質愈差的人，愈需要職場友誼來紓解

不安的情緒，高階員工擁有較高的生活品質，且較不需要

與他人共同完成工作，由本研究表一所得樣本顯示，月薪

20,000 以下佔 47%，20,000~35,000 佔 26%，可見本研究適

用的對象可能僅限於低階的員工。 

 

七、建議 

  依 據 社 會 認 同 理 論 職 場 友 誼 會 形 成 內 團 體

（in-group），內團體具有高度的信任（Mannix & Neale, 

2005），依據信任理論（theory of trust），人們會對內團體奉

獻，並不是因為他們喜歡這樣做，而是為了自己的個人目

標而已（Yamagishi, Jin, & Miller, 1998），故職場友誼與工作

的結合應該滿足員工的自利（self-interest），因此，本研究

主張以職場友誼為基礎的工作群體，其報酬給付應該以群

體做為單位，而 Deutsch（1985）認為報酬分配的兩個基本

原則：公平（equity）與平等（equality），公平與平等的分

配原則與不同的社會背景與心理導向有關，組織成員屬於

經濟關係與工作導向則依照公平方式分配，也就是依照其

投入（input）分配，組織成員屬於社會關係與社會導向則

依照平等方式分配，平等強調成員的一致性，它能提高團

結力，因此組織成員不同的互動關係會採取不同的分配原

則（Kabanoff, 1991），Meindl（1989）的研究也證實若強調

員工生產力則採用公平原則，強調員工團結力則採用平等

原則，Pfeffer and Langton（1988）也認為若員工社交接觸

愈多，組織成員互動愈頻繁，工資不平等的情況就會愈低，

換言之，員工投入的多寡就會與工資無關，而群體凝聚力

或團結力愈高，工資不平等的情況就會愈低，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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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實務界的第一個建議是以群體為報酬的基礎，群體內具

有的職場友誼的成員平均分配屬於該群體的報酬，如此才

能提高群體凝聚力與工作滿意，此外，群體績效與報酬的

時間差距應該儘量縮短，如此才能增強其凝聚力與滿意度

的效果。 

  在競爭的 21 世紀，由於勞工技能的專業化

（specialized），因此必須組成跨功能的團隊一同完成組織

所賦予的工作（Lipnack & Stamps, 1993），Rousseau（1995）

則認為團隊往往驅使員工建立更密切的關係，因為成員之

間必須分享過去的工作經驗，這種分享就是友誼發生的基

礎，Becker（1981）卻認為大家的朋友就不是我的朋友（the 

friend of all mankind is not a friend of mine），因此群體要小

（smallness），Carron, Widmeyer, and Brawley（1985）認為

群體愈大，對個人的需求的反應較小，因此凝聚力愈小，

所以群體的大小會影響反應的過程，凝聚力反應成員之間

的相互依存程度（interdependence），Miller（1978）的研究

也認為工作團隊的規模（team size）愈大，團隊成員之間的

凝聚力就愈弱，因此本研究對實務界第二個建議是職場友

誼可以藉由工作團隊產生凝聚力與工作滿意，但是這種工

作團隊要「小」，「小」才能使團隊成員的依存程度提高，

群體凝聚力才會提高，員工的工作績效才會提高，進而提

高其工作滿意，當群體凝聚力與工作滿意都提高，就能增

強員工的組織認同，而 Miller 也認為工作團隊的人身距離

（physical distance）愈遠，團隊成員之間的凝聚力就愈弱，

因此，本研究也建議實務界應該讓團隊成員經常做實質上

的接觸與溝通。 

 

八、研究限制及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仍有以下之限制，首先是本研究之樣本集中在

年輕未婚族群，並且其所得偏低，並未符合隨機抽樣之要

求，因此本研究之外部效度（external validity）不足，其次，

本研究所考慮的控制變數只有所得，分配正義與程序正

義，所考慮的控制變數不足，因此可能無法有效純化

（purify）自變數與因變數之間的關係，而職場友誼與組織

認同亦可能還有其他的中介變數，本研究忽略其他的中介

變數亦是本研究之缺失，然而本研究所探討之自變數，中

介變數與因變數，彼此之間有因果關係（causality），因此

在資料收集上應該做到縱向資料蒐集（longitudinal data 

collection），然而本研究屬於橫向資料蒐集（cross sectional 

data collection），這也是本研究之缺點。 

  本研究雖然以統計方式測試並未產生共同方法變異，

但仍建議未來研究設計之樣本可以採用多元來源

（multi-source）的方式，以避免單一來源（single source）

共同方法變異的產生，使研究方法更嚴謹，而雇主的管理

方式也有可能是影響員工職場友誼與組織認同的中介變

數，此外，年齡、性別可能對管理方式的認知不同，而有

干擾效果，值得未來研究者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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